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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每期出版後，編輯都

會選定幾篇重點推介文章，全

文上載至敝刊網站和社交媒體

（Facebook、微博），讓讀者先

睹為快。至於其餘文章，為顧

及訂戶權益，將會在出版半年

後在敝刊網站全文發布，以饗

各界讀者，敬希垂注。

——編者

國家體制還是精英偏見？

孫硯菲的論文〈國家能力

與合法性：新冠疫情防控的比

較社會學研究〉（《二十一世紀》 

2021年6月號）發表適時。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疫情蔓延至今逾年半，影響遍

及全球，該文分析正好讓我們

鑒往知來。筆者擬從兩方面評

述，分別是分析例子選擇和理

論框架說明。

該文選擇了蒙古、中國等

最佳案例國家作為分析例子，

並以每百萬人口中之死亡數作

為選擇依據，基本方向是正確

的，但若從患者死亡率及其相

對於總人口確診率之比例等 

不同數據來說明案例，或許讓

分析基礎更見全面。以中國為

例，其確診率為0.01%，但死亡 

率達到4.5%，死亡率偏高於其

他國家，我們可以理解為中國

是發病最早的國家，其他國家

可以中國經驗為依據，死亡率

相對減少乃情理之內。新加坡

和韓國同樣以追蹤隔離為主要

抗疫措施，但效果卻榮辱互見： 

以死亡率比較，新加坡0.05%， 

韓國1.33%；以確診率比較，新 

加坡1.08%，韓國0.27%。歐美 

四國確診率和死亡率方面則與

該文相關論述相若同步，德國

為2.8%和2.43%，荷蘭為4.3%和 

1.06%，英國為6.5%和2.79%， 

美國為10.3%和1.8%。抗疫成

效較理想的亞洲各國以及斯洛

伐克等國家，採取了追蹤隔離

和封鎖措施，或二擇其一，歐

美四國則沒有明顯採取相關 

措施者，從數字看，抗疫成效

遜色。由此可見，該文之論證

方向還是值得肯定的，以追蹤

隔離和封鎖作為考量國家抗 

疫優劣之分析工具的選擇十分

到位。

針對國家管理能力而言，

該文理論框架設定為國家的自

主性和滲透能力，自主性為

「國家決策能在多大程度上不

受各種利益集團的干擾」，滲

透能力則為「官僚體系效率、

交通和通訊等讓國家政令得以

有效貫徹的硬條件」。該文把

兩者定性為相關系數高的變

項，國家危機認知是兩者執行

力之前設，並從危機認知引申

出另一概念，即「國家精英」。

但如是令理論框架變得複雜，

若把國家精英作為延伸討論而

不在理論框架內，或許更為理

想。其中韓國是有趣例子，其

屬於抗疫較理想之國家，雖同

為民主體制國家，但有別於歐

美四國；該文理解為歐美四國

之精英基本抗拒中國因素，不

願意推行中國作為先行者之抗

疫措施，從而作出誤判，並指

出這屬於危機認知，其引發原

因是國家精英之偏見。然而，

國家精英的偏見似無關乎國家

體制。如果以危機認知作為該

文的首要變項，也有力說明抗

疫理想國家之分歧，但如果國

家精英的偏見才是該文的關

鍵，其實偏見與危機認知孰重

孰輕，會否才是該文理論框架

之核心？

林援森　香港

2021.6.22

跨國轉移了甚麼知識？

「新加坡經驗」確實有不少

值得中國借鑒之處，借鑒的方

式除了民間通道以外，也有官

方引導的政府官員培訓。劉

宏、王婷艷在〈「新加坡模式」

與中國改革開放——南洋理工

大學「市長班」研究〉（《二十一

世紀》2021年6月號）一文中，

探討南洋理工大學「市長班」在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所起的重要

作用，給讀者呈現出一幅中國

官員海外學習經驗的直觀圖，

為背後蘊含的政治學、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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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乃至社會學理論邏輯提供

了不少真知灼見。

對於直接面對化解民眾糾

紛、處理市場關係、調解官民

衝突的地方精英而言，學習適

應工業化、城市化的治民之

道，已經超乎本土積累的固有

經驗。新加坡經歷了經濟上的

騰飛起躍與政治上的相對穩

定，其中的治民之道能為正準

備進入現代化的中國提供重要

的經驗借鑒，也包括啟發與教

訓，這是基層政權在推進轄區

現代化進程當中所必需的。正

如文章指出，這種務實主義的

策略選擇已經遠遠超過意識形

態的約束、超出制度差異的範

疇。基層政權有經驗需要，新

加坡有經驗供給，自然衍生出

這一階段跨國的知識轉移。

知識供需配合着官員晉升

激勵與考核，形成了有趣的政

治現象。那些資質較高、晉升

提幹潛力大的官員，參與「市長 

班」培訓不僅解決了晉升當中學 

歷條件的「硬槓槓」，同時也為

接下來提升政績做足了準備，

南大「市長班」成為由後備幹部

到前線幹部的「立交橋」。事後

的經驗材料也足以表明，基層

精英在新加坡所學所感，對回

國之後的工作業績提升也有幫

助，這與海外學習的設計意圖

是契合的。

進入新時期，隨着中國現

代化進程的成功推進，不少國

家開始到中國淘取經驗，跨國

知識轉移的通道如同雁行理 

論預測一般，使中國從跨國知

識的輸入國逐漸向輸出國轉

變。這種學習突破了意識形

態、制度差異所建構的約束，

因此我們不得不思考，在跨國

知識的轉移過程中，到底是哪

類知識容易突破意識形態、制

度、環境等的約束？哪些知識

無法突破上述藩籬？還是說能

否轉移與知識內容本身無關，

而和知識傳遞的通道是否閉合

有關？

馮國強　蘭州

2021.6.25

冷戰時期中越互動的「內
向性」

二十一世紀以來，打破冷

戰時以美蘇為首東西方對抗的

敍事框架已經成為冷戰史研究

的學術潮流，學者的研究旨趣

亦隨之出現了兩類分野。一類

受全球史興盛的影響，更關注

冷戰格局下的社會變遷、經濟

發展、文化思潮、技術革新、

個人境遇等具有社會學面向的

議題；一類則是對傳統國家間

關係的再探討，重視考察美蘇

兩個超級大國以外的國家，尤

其關注冷戰期間朝鮮、韓國、

越南、東西德等這些「近中心」

國家對大國行動的引導與約

束，發掘它們在非對稱關係中

的主體性與能動性。比起研究

範式的轉化，後者的創新則更

依賴於對歷史檔案的發掘。

近年以華東師範大學冷戰

國際史研究中心和周邊國家研

究院為核心，國內冷戰史學界

形成了一個重要學術進程，即

不斷拓展使用周邊國家和歐洲

非英語國家檔案材料的渠道，

利用多國多邊材料研究中國 

對外關係，取得了不少有價值

的成果。游覽新作〈北越學習

中國大躍進的歷史考察（1958-

1960）〉（《二十一世紀》2021年 

6月號）即是綜合利用越、俄、

中等多語種資料對冷戰期間中

越關係互動特點的再探討。

以往學界對1950年代中越

關係研究大多集中於中國援越

抗法和日內瓦會議等重大外交

事件。通過描述中越「同志加

兄弟」外交關係的形成背景，

這些論著較有力地論證了美蘇

冷戰、去殖民化進程等體系性

因素對中越關係的影響，特別

是指出了中國對外政策、中蘇

同盟對中越關係演變所施加的

關鍵性作用，但是它們卻多少

忽略了國內政治議程對中越關

係的特殊影響。游覽的研究正

是基於翔實的史料，考察了北

越學習中國大躍進運動進行 

社會主義工農業建設的歷史 

過程及其後果，發掘了中越關

係中觀念性要素流動與「單位

層次」的關聯性，進而揭示了

冷戰期間中越關係的「內向性」

特徵。

所謂「內向性」是指，中國

和北越作為戰後東亞新興的民

族國家，進行現代國家建設是

雙方同盟關係的主要內容。中

越在1950年初共同倒向蘇聯社

會主義陣營，形成了「指導與

被指導」、「援助與被援助」的

社會主義同盟關係，不僅意味

着中國要承擔起支援越南民族

獨立與解放的責任，而且中國

也有指導越南進行社會主義國

家建設的國際主義使命。從這

個角度說，圍繞現代化建設這

樣一項國內政治議程去研究中

越雙方關於大躍進的政策互

動，對完整理解這一時期的中

越關係顯然是不可或缺的，亦

是該文超越一般冷戰敍事的獨

特之處。

烏力吉　北京

2021.7.14


